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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无因解任的体系评析和制度完善

兼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三条

袁 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00073)

摘   要:我国现行《公司法》对于董事解任制度的规定非常模糊,尤其是对于董事在任期届满

前是否可以由股东(大)会无因解任没有明确规定,与当前国际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存在差异,也
给商事实践和司法裁判带来一系列挑战。《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五)》第三条首次明确了董事的无因解任规则,旨在进一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

司法保障,但是该规定比较简单,体系化程度不够,尤其考虑到我国当前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参与

股东大会投票不积极等实际情况,需要进一步出台相关配套规则,包括决议程序、司法判决解任

等,避免董事无因解任制度成为大股东或实际控制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工具,防止出现实践

中“规则执行走样”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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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alysisandPerfectionoftheSystemofDirector
RemovalWithoutCause

TheReviewofthe3rdArticleofProvisions (Ⅴ)ofJudicial
InterpretationConcerningtheApplicationoftheCompanyLaw

YUANJian
(LawSchool,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400073,China)

Abstract:ProvisionsoftheDirectorRemovalSysteminthecurrentChinese
CompanyLaw areveryvague.Inparticular,thereisnoclearstipulationon
whetherdirectorscanberemovedbytheshareholderswithoutcausebeforethe
expirationoftheircurrentterms.Thisisdifferentfromthecurrentinternational
legalrules.Italsobringsaseriesofchallengestocommercialpracticeandjudicial
judgment.The3rd Article of Provisions (Ⅴ)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ConcerningtheApplicationoftheCompanyLawhas,forthefirsttime,clarified
therulesofdirectorremovalwithoutanycause.Thepurposeistoprotectthe
interestsofinvestorsand providejudicialguaranteeforoptimizing business
environment.However,therulesaresimpleandnotsystematicenough.Especially
consideringthefactthattheminorityshareholdersoflistedcompaniesinChinado
notvoteactivelyattheshareholders’meeting,furtherrelevantsupportingrules,
includingresolutionprocedures,judicialdecisions,etc.,needtobeintroducedto
preventthesystemofdirectorremovalfrombecomingatoolformajorshareholders
oractualcontrollingshareholderstoinfringeupontheinterestsof minority



shareholders,andavoidtheoccurrenceof“ruleexecutiondifferentfrom whatis
expected”inpracticeandothersituations.
Keywords:businessenvironment;directorremoval;protectingtheinterestsof
minorityshareholders;distributionofpowerofcompany

  根据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排名指标体系,保
护少数投资者是其中一项重要指标,这项指标旨

在减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大股东利用

职务优势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司以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风险[1]。世界银行针对保护中小投资者指

标设置了46个问题,其中第24个问题为董事任

期届满前股东能否无理由撤销其职位,虽然我国

在回复该问题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或证监会等规范性文件均没

有禁止股东无理由撤销董事会的成员资格,因此

可以理解为股东在董事任期届满之前可以无理由

撤销其董事职位,但是世界银行并没有认可我国

的回复,其坚持认为在我国股东更换董事必须有

理由或者在董事辞职等特定事件发生时方可

更换[2]。

2019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五)》(法释〔2019〕7号,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

释五》),其中第三条首次对董事解任作出规定,明
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可以不需要说明理由通过有

效决议解除任期届满前的董事职务,完善了现行

《公司法》对此问题的相关规定,与国际上的通行

立法接轨,有利于建立透明的股东权利保护规则。
但由于其系匆忙出台,上位法供给不充足,缺乏具

体配套规则,容易在实践中造成执行效果与制度

初衷背离。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进一

步完善我国董事解任规则,对我国下一步修改《公
司法》提供有效建议。

一、董事无因解任:比较法

考察及法理论基础

  董事无因解任制度的规定,各国立法中基本

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目前董事无因

解任基本已是国际立法通例。现在欧洲各国的公

司法一般允许股东会(本文中股东大会与股东会

的表述无实质差别,适用于公司形式不同而已)随
时解任董事,不需要特别理由,包括丹麦、卢森堡、
法国、荷兰、瑞典等,只有个别国家例外,如奥地

利,该国《公司法》规定由监察委员会进行董事罢

免事由审查[3]。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我国台湾

地区等《公司法》都明确规定董事无因罢免,对此

问题,我国台湾学者陈顾远教授有经典表述,其认

为由于公司是资合团体,选任董事时考虑的是其

才能而非股东身份,若事后证明其不足以担当董

事时,作为公司最高意思机关的股东会可以随时

解任[4]。美国因为立法体制的原因,各州立法不

尽一致,但是总体上也是以无因解任为主,美国现

行《示范商业公司法》明确除非公司章程有限制性

规定,否则可以在董事解期届满前无因解任,不少

州采用该示范立法规定,但是也有部分州则直接

采用无因解任规则,没有明确公司章程限制性条

款,如《纽约州商业公司法》(NYBCL)第706条

(b)款直接规定股东罢免董事不需要说明任何

理由。
各国针对董事无因解任规定从有因到无因的

演进,体现了背后公司法上的权力分配机制的进

化。公司权力分配标准在全世界并无统一的标准

答案,各国公司法选择的具体模式均须结合本国

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沉淀以及公司组织形

式等因素具体制定。公司权力分配发展史就像一

部企业发展史。对于早期股权结构更为集中的未

上市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具有较强的人

合性,所有者(股东会)决策或许更有效率,也更容

易降低代理成本,在这种情形下董事会的作用就

稍显次要,基本上不存在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之

争。大陆法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
日本等)的近代公司立法,都曾经确认过股东会是

公司最高权力机关。在英美公司法立法上,在20
世纪以前,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分配由公司章

程及章程细则规定,立法上并不承认董事会有独

立于股东会的法定权力,董事会须按照公司章程

授权以及股东会决议执行公司业务决策[5]。
随着规模经济的展开、公司经营业务范围的

扩大以及股权结构的分散,公司的经营权与所有

权发生分离。作为公司所有者的股东将公司的经

营管理权委托给更专业、更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的董事会行使,于是就产生了股东的股权价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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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与董事会行使经营权过程的代理成本之间的

矛盾,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繁荣导致上市公司增多,
公司的股权结构呈进一步分散趋势,公司的业务

类型也更加丰富多元,股东因专业能力与精力受

限无法快速有效对公司管理作出决策,于是出现

了职业的经营管理层。董事只要能够给股东提供

满意的分配,股东就会愿意把公司的各项事务交

给董事处理[6]。20世纪初有人提出“企业自体”
理论,将企业视为独立法益来保护,其具有经济、
法律及社会的固有性及继续性价值,企业自身不

因股东变更而变动。在此理论基础上,不少国家

开始了公司权力分配的改革,如1937年德国《股
份公司法》率先废除了股东本位的法律结构,大大

削减了股东会的权限,第119条第1款规定属于

股东会权限范围仅仅是一些基本的决策,第2款

甚至明确只有在董事会提出要求时,股东会才能

针对业务经营问题作出决定。可见,董事会在当

时公司治理体系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董事

也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股东大会不能轻易

罢免或解除。随后很多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均照此

效仿,包括法国等。英国在1906年修订的《示范公

司章程》将罢免董事的程序从“特别决议”调整为

“特别多数决议”也体现了这种社会思潮。
董事阶层的兴起形成了公司权力分配的新格

局,原有很多属于股东的权力逐渐过渡到由董事

会行使。然而,随着董事会权力的扩大,由于缺乏

有效监管机制,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董事违反受信

义务的行为,尤其是一些股份特别分散的上市公

司,给股东带来高昂的代理成本,严重者甚至会出

现公司治理失败的风险,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对于公司治理的管控以及自身经济利益的维护

显得无力[7]。于是又出现了股东权力恢复运动,
各国公司法开始加强对董事行使职权的监督,尤
其是完善董事解任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公

司法等强行性立法规定替代过去由公司章程确立

股东会罢免董事的任意性规定。如英国1948年

《英国公司法》首次对于罢免董事作出了强行规

定,美国《示范公司法》(1969)第39条和现行《示
范商业公司法》第8.08条,均规定了董事罢免程

序。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也出现了相同的内

容[8]。目前来看,公司权力向股东集中的趋势仍

在继续,董事解任的无因性理论基本已经成为各

国立法通例。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公司“股东会”与“董事

会”的权力平衡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命题,“不
管是德国的双层制治理模式、日本的董事会监事

会并行模式,还是英美国家的董事信义义务、独立

董事制度,都是以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前

提下如何尽量减少代理成本、维护股东会对董事

会的监督为根本出发点的”[9]。由此可见,董事解

任制度是对股东权力的回归,但并不是对于董事

会权力的否定,只是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一

种权力平衡。

二、董事解任:中国公司法

的立场变迁

  1.公司法的规则嬗变

我国公司法上关于董事解任的规制也经历了

从有因到无因的转变过程。1993年《公司法》在
第47条第2款和第115条第2款规定:“董事在

任期届满前,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后

2005年修订《公司法》时虽然将该条予以删除,但
是也没有对无因解任作出明确规定,2005年《公
司法》施行至《公司法司法解释五》出台前是一个

理论与实践有分歧的时期。
之所以没有在2005年《公司法》中明确董事

解任的无因性,可以从当时的立法资料中看出些

端倪,国务院法制办编著的《新公司法修订研究报

告》记载,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对于董事解任

制度广泛征求了意见,但是人大代表、学术界、监
管层、实务界等各方意见并不一致[10],如上海证

券交易所(建议稿)提出“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

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但公司董事严重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决议的规

定,分割公司利益,造成严重后果,经直接或间接

持有3%以上公司股份的股东或1/2以上董事或

1/2以上独立董事的提议,并经监事会同意,可以

提前中止负有责任董事的职权”。而商法学会(建
议稿)提出:“股东大会可随时以特别决议的程序

决定解任董事。但对于有确定任期的董事,如无

正当理由而于任期届满前将其解任,该董事可向公

司请求赔偿因此所受之损害。”由此可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比较坚持从严解任董事,不仅需要正当理

由,还需要履行严格的提议、审议程序,甚至需要公

司监事会同意,而商法学会则主张可以随时解任董

事,但是得以特别决议审议并有合理补偿。
正因为当时在修订《公司法》时对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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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分歧,最终通过的《公司法》对此问题进行了

淡化处理,没有直接就这一问题作出规定,但也没

有沿袭1993年《公司法》的规定。在实践中坚持

有因论者为多数,尤其是在上市公司体系,与

2005年《公司法》修订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建议

稿)中的部分观点接近,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基本

上都规定了“董事任期届满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

解除其职务”。《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三条出来

以后,董事解任问题得到了明确,基本统一了各界

观点,与国际通行立法并轨。在我国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及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背景下,在法律上明

确董事解任制度,是立法上的进步,也符合现阶段

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当然,如果要更好地理

解董事解任制度在中国法语境下所面临的理论难

题和实务挑战,需要从实证分析维度考察其具体运

行情况,检讨问题发生原因和制度完善方案。

2.上市公司董事解任规则的体系演变

相比非上市公司仅需要遵循《公司法》的相关

规定以外,上市公司还需要遵循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则和规范,公司治理更为规范,权力分

配透明度更高。现行《公司法》虽然删除了1993
年《公司法》第47条第2款和第115条第2款的

规定,但对于董事在其任期届满前是否可以无因

解除并不明确,因此,给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留下了

制度空间,证监会在2006年出台的《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证监公司字[2006]38号)仍然沿续了

1993年《公司法》的规定,即使该章程指引在制定

依据上明确指明是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但
仍在第96条规定:“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

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随后证监会在2014年

和2016年分别以证监会公告〔2014〕19号、证监

会公告〔2014〕47号和证监会公告〔2016〕23号三

次对章程指引进行了修订,但是均没有对前述第

96条进行修改。直至2019年4月17日,证监会

对章程指引进行第四次修订时,才对第96条进行

了修改,调整为“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更换,
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

因为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实
践操作中,在2019年4月以前上市公司在其章程

基本中都规定了与前引第96条内容相同的条款,
只有少数公司有关于董事无因解除的约定,如

2019年3月23日紫江企业(600210.SH)发布

《紫江企业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对章程及董事会

议事规则进行了调整,约定可以在任期届满前解

除董事职务,类似的公司还有海螺型材(000619.
SZ)、唐山港(601000.SH)、众生药业(002317.
SZ)等公司。2019年版《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发布

以后,部分上市公司开始主动修改其《章程》,纷纷

修改了 董 事 无 因 解 任 的 相 关 规 定,如 众 业 达

(002441.SZ)在2019年4月19日召开董事会提

议修改章程将原章程第106条关于“董事在任期

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的条款

修改为“(第111条)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但

是也存在在新修订的公司章程中未修改的情形,
如好莱客(603898.SH)、昊华能源(601101.SH)、
海利尔(603639.SH)等。

上市公司董事会席位对公司控制权非常重

要,在公司控制权争夺中往往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因此很多控制权争夺案的发生时点,都是在董事

会换届或个别董事辞职时发生,若强行要求解任

董事,必然会引起现任董事的激烈反抗,防御一方

往往以此为由抵抗“入侵方”更换董事的请求。在

著名的“宝万”控制权争夺案中万科管理层使用了

这一招。2016年6月26日宝能系提请万科公司

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提请罢免王石等10名

董事和2名监事,并提出了明确罢免理由。2016
年7月1日晚,万科披露了《董事会议事规则(修
订版)》,其中规定:“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大会

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万科公司于2016年7月

1日下午召开了董事会审议否决了宝能系的相关

提案,董事会决议虽然没有详细披露具体否决理

由,但是董事会任期未到期应为其原因之一。
在现行规则下,实践中如果上市公司在任期

届满前解任董事,基本上都会提出相应理由,如相

应董事出现《公司法》或交易所规定的不适格情

形、两次以上未出席董事会、未能勤勉尽职、违反

忠实义务等行为。毫无疑问,由于何为合理理由,
本身具有主观性,现任董事会往往会以各种理由

拒绝,部分股东只能通过监事会或自行召开股东

大会进行审议,提高了股东权利行使的成本,间接

扩大了代理成本,不利于保护股东合法权益。

三、董事解任司法实践实证观察

对于董事解任问题,实践中往往是在相应公

司章程中设定了类似1993年《公司法》规定的“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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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

职务”的条款,被解任董事或其代表股东提请争议

解决,请求撤销股东会决议或确认股东会决议无

效。笔者以“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为关键词,在
案由“公司决议纠纷”中按照判决全文,在北大法

宝司法案例数据检索,共检索到相关司法案例共

160例(检索时间为2019年6月5日上午),其中

24起案例中审理法院对于“股东(大)会不得无故

解除其职务”作出解释,其他案例中基本上回避了

该问题,要么索引关键词不属于案例焦点,要么审

理法院以股东(大)会召集程序或表决程序为由进

行了判决。
在检索的24起案例中,不同法院的审查范围

及最终判决结论有所差异,裁判结果差异较大。
总体来讲,大部分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都会对

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审查,裁判时审理法院

一般会要求在任期届满前解任董事须提供理由支

持,只是对理由审查的深度有差异,主要集中在是

否存在解任理由及其正当性、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是否有效以及判断双方争议背后的实质背景等。
具体而言,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部分法院不会对解任理由进行实质审

查,仅审查是否提出理由本身,而不论该理由是否

正当合理。如(2014)豫法立二民申字第00519号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就实质而言,由于公

司章程对股东会罢免董事的职权未作明确限制,
法院原则上不介入公司内部事务,以最大限度尊

重公司自治。因此,临时股东会罢免董事所依据

的事实是否属实,理由是否成立,不属于再审审查

的范围”。类似案例包括(2011)金民二(商)初字

第1446号、(2016)川1102民初1327号、(2017)
闽0823民初2487号等案例。

(2)部分法院实质审查解任理由,认为解任

理由必须正当合理。如(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
字第801号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
据视臻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董事在任期届满前,
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本案中股东会

欲解除公司执行董事职务须有正当合理理由,
……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紧迫性事由的具体

表现,也未能证明系争股东会决议解除视臻公司

执行董事职务系具有其他合理事由。(股东会决

议)违反了视臻公司章程规定”。类似案例包括

(2014)来民二初字第00065号、(2009)沪二中民

三(商)终字第568号(2011)、浙嘉商终字第185

号、(2011)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778号等案例。
(3)部分法院在当事人提出了具体理由后,

会进一步审查解任理由背后的实质商业背景,并
试图判断是否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如(2016)粤

0306民初4935号中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

院认为,“(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规定:‘董事任期

3年,董事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

届满前,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原告作为

金之彩公司的董事长,任期应为三年,美盈森集团

作为控股股东,并由美盈森集团提名的董事王治

军、黄琳在原告正常履职的情况下,提议免去原告

的董事长、董事职务,没有充分的事由。股东会提

起审议的理由是鉴于欧阳宣的年龄状况及公司近

两年的业绩,原告的年龄状况在其被任命为董事

长、董事时既已客观存在,被告也未提交证据证明

公司最近两年的具体经营状况,因此临时董事会

决议免去原告的董事长及董事职务、股东会决议

免去欧阳宣的董事职务均应属无故解除原告职

务,违反了公司《章程》第二十五、第二十七条之规

定,同时这种行为有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小股

东利益,并促使《收购协议》中2016年12月31日

前收购标的公司30%的股权不成立之嫌疑”。类

似案 例 包 括(2011)沪 二 中 民 四(商)终 字 第

778号。
(4)部分法院对于公司章程的相关解任条款

进行效力审查。在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是否有效

的问题上,绝大部分法院不会作出具体判断,尊重

当事人的公司自治,但有个别法院判决对此有阐

述,如(2017)闽0823民初2487号中福建省上杭

县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会可选举和更换董事和

监事;佳和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董事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的约

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上述规定相冲

突,应为无效”。

四、《公司法司法解释五》董事

解任制度的评析与完善

  如前文所述,中国公司法语境下董事解任的

立法规定和司法规则并不完善,在理论上和实践

中引发了很多争议问题,亟需通过立法修订或司

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董事解任规制的基本立场。如

今,《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三条结束了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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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界与理论界的分歧。但是目前《公司法司法

解释五》第三条规定相对简略,体系化程度不够,
在实践中执行可能会走样,需要完善相应的配套

规则。

1.第三条的强制适用与公司章程自治的

冲突

虽然《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年)以及《公
司法司法解释五》出台以后,部分上市公司启动了

章程修改,但是也存在部分上市公司并不及时修

改,或者没有意愿修改。而非上市公司修改意愿

就更低,因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未修改的章程条

款与《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三条是否存在冲突,
章程是否可以排除第三条的问题。

从《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三条具体内容来

看,没有规定类似《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的“章程

另有规定除外”的例外条款,因此是否可以被公司

章程排除适用,存在模糊之处,需要结合其立法目

的及规范对象分析第三条的规范性质。根据现行

《立法法》第104条第1款的规定,最高院司法解

释应针对具体条文作出符合立法目的、原则和原

意的适用解释。司法解释应当与其解释的具体法

律条文具有同一效力[11]。然而,我们注意到此次

《公司法司法解释五》中并未明确第三条是针对

《公司法》中的具体条文,该司法解释开头仅模糊

提及“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就股东权益保护等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规定”。现行《公
司法》的董事任免条款规定比较原则,如第4条

(股东收益权、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权)、第37条

(有限公司股东会职权)、第45条(董事会任期及

延期改选),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的条款规定非常

接近,不再重复列举。从立法目的及原意上理解,
第三条是针对《公司法》中董事任期条款进一步解

释更为合理,其对应的规范性质与该条应具有同

一性质。首先,在1993年《公司法》对于董事有因

解任的规定与任期条款规定在同一条文项下,属
于前后条款关系,被列为同一事项。其次,现行

《公司法》第45条分为两款,分别规定了任期及连

任(第一款)、任期届满后延期改选(第二款),但是

唯独没有规定任期届满前改选问题,似乎是一个

法律漏洞,此次第三条理解为弥补了这一漏洞似

乎更为合理。
由此,问题具体到如何理解《公司法》第45条

的规范性质。《公司法》第45条分为两款,第一款

规定的是任期问题,该条明确可以由章程进行自

主设定的,能够被“排除”适用无疑,实践中有规定

三年,也有规定五年的,如中国平安的章程。第二

款规定的是未及时改选或辞职导致人数不够时董

事的履职问题,这属于公司董事的信义义务范畴,
应该属于强制性规范,不能够被“排除”适用,否则

将导致公司法理机制失灵,实践中也未见有公司

章程“排除”该款的案例。由此,现行《公司法》第

45条不同款项性质不同,是否可被公司章程“排
除”适用难以明确。如何理解第三条性质,美国戈

登教授的观点值得借鉴,他认为公司法中的权力

性分配规则不允许公司“排除”适用,否则将引发

大量的投机性修改公司章程的情况发生[12]。笔

者认为,董事无因解任规则属于公司法上的权力

分配规则,借鉴前述观点,第三条的规定应理解为

不可“排除”适用的强制性规范,否则将导致出现

股东与董事之间权力的失衡。
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

三条具有强制适用性,但是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

则,对于目前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而言,由于其制

定过程是股东(大)会有效表决完成的,只要表决

程序合法,体现了全体股东的合意,应当继续有

效。对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五》实施以后,新制定

或修订的章程,如果仍有相应限制性条款的,异议

股东可以主张相应股东(大)会决议内容无效,在
《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范围内主张权利。

2.董事解任的程序性规则完善建议

《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三条仅明确了董事无

因解任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的效力,对于解任

程序并没有作出配套规定,从文义上理解,具体解

任程序仍按照《公司法》或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执行。根据现行《公司法》第43条及第103条规

定,除特别重大事项,如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

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

司形式等决议,必须以特别决议表决外,其他事项

均以普通决议表决。据此,可以理解为董事解任

决议应以普通决议表决进行,即经出席股东大会

出席人数有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即为有效。
董事解任的普通决议机制到底是降低了解任

董事的难度,还是提高了解任董事的难度,以及这

种安排是否切实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在
不同股权结构的企业中,会发生不同的甚至与政

策制定者预期完全相反的效果。
以我国上市公司这个企业群体举例,由于实

际控制股东或大股东持股比例偏高,中小股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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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参与积极性不高,普通表决机制容易发生大股

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而且董事解任不实行

回避制度,凡是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都有表决权,
对于大股东或控制股东持股超过50%的上市公

司而言,中小股东在董事解任上基本上没有任何

话语权。根据统计,目前我国3623家上市公司

中(数据截至2019年6月10日),有840家上市

公司大股东或实际控制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
若以普通决议表决董事任免,中小股东几乎没有

任何机会参与董事会的组成,有2242家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股东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

30%,占比为61.88%,对于这部分上市公司,如
以普通决议表决董事解任,需要持股比例60%以

上的股东参与投票,根据目前的投票实践,投票结

果很容易被实际控制股东或大股东操纵。由此可

见,若纯以普通决议解任董事,实践中中小股东的

利益受侵害的机会比较大,大股东的话语权过重,
单纯靠《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三条的规定难以达

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立法目标,并不能明显改

善营商环境,董事无因解任反而容易成为实际控

制股东或大股东“清除异己”的工具。
考察域外的法律规定,董事解任表决程序并

不统一,究竟采用何种决议形式,其实没有孰优孰

劣之分,各国立法者往往结合本国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治理结构的实际状况采取不同选择方案。如

英国公司法立法对此就经历了一个“特别表决—
特别多数表决—普通表决”的演进过程,体现了该

国公司法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公司法理论发展动态

调整的过程。美国公司法采用的是普通决议,但
同时遵循解任与选举程序一致原则,即采用普通

决议选举的董事其解任程序应采用普通决议,采
用累积投票选举的董事,其解任程序也应采用累

积投票,不同类型股东选举的董事只能由该类别

股东解任,如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第8.08(b)
(c)条,以及参考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41条与纽约

州公司法第706条。日本、韩国公司立法中规定,
解任董事的股东会决议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具体

可参考《日本商法典》第257条。我国台湾地区所

谓“公司法”对于董事解任经历了从普通决议调整

为特别决议的过程,第199条(董事解任)规定了

董事决议解任制度,明确规定董事可以由股东会

决议随时解任,但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与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公司有不同程序,即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公司须由已发行股份的2/3出席并经出席股东

过半数同意,对于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由已发行

股份过半数股东出席,并经出席股东2/3以上表

决同意,同时章程设定更高标准的,适用章程之规

定。可见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公司法”是采用从严

标准,并且鼓励章程设置更严厉条件。
总体来看,董事解任程序如何规定是一种立

法选择,需要根据各国国情进行具体安排。选择

特别决议事项防止董事被任意罢免或者某些董事

刻意迎合股东需求而影响公司的长远稳健发展。
而选择普通决议事项则是考虑到防止董事会利用

其职权侵害公司利益,以及实际控制股东或大股

东利用投票权优势侵害中小股东利益,降低了解

任董事的难度,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考虑到当

前阶段我国公司股权结构特征,采用纯普通决议解

任董事,容易因大股东投票话语权过重而损害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而针对股权结构相对集中的有

限责任公司,如果采用特别决议则容易陷入公司僵

局,影响公司运行效率。建议在后续修改《公司法》
时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针对公众公司与非公

众公司作出差异化的安排。

3.建议完善董事司法判决解任制度

股东会自行决议解任董事职务属于公司治理

运转相对顺利的情形,但是在部分情形下,因为股

权结构分布差异,会出现股东会自行决议解任董

事机制的失效,如在股权结构特别分散的公司中,
股东会往往容易被分化,从而导致解任董事职务

的股东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同样在股权结构特

别集中的公司中,大股东往往能够绝对左右股东

会表决结果,因此中小股东的利益也容易受到实

质侵害。因此建议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三条

规定的“决议解任”之外,还应增加“司法判决解

任”机制,以切实达到政策实施目标。
我国现行《公司法》对于司法判决解任并没有

明确规定,仅在第149条至152条规定了董事对

公司或股东的损害赔偿责任,并不能当然地理解

为司法解任董事。然而纵观各个国家及地区立

法,司法判决解任基本是各个国家及地区法律配

合决议解任制度的标配。如依据美国《示范商业

公司法》第8.09(a)条规定,如果法院认为某董事

具有欺诈或不诚实行为等,则可以免除该董事的

职务。如果某位董事有明显的渎职行为,即使是

由多数股份的股东推选的董事,司法机构也可以

代表少数股东介入。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公司法”
也有类似规定,第200条(解任董事之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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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执行业务,有重大损害公司之行为或违反法

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项,股东会未为决议将其解任

时,得由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股份

之股东,于股东会后三十日内,诉请法院裁判之”。
如何落实司法判决解任董事制度,应充分权

衡董事会稳定、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第三方交易安

全等因素综合考虑。根据前引第200条规定,在
股东决议解任未完成时,持股3%以上股东有提

请法院判决解任权,但是该权利需要在30天以内

提起,否则就会失效。这30天以内的规定,对于

外部股东来讲,其证据收集、材料组织难度比较

大,可以参考现行公司法第22条关于股东决议无

效的时效规定,即60天较为恰当。此外,由于我

国目前积极股东不发达,中小股东维权成本又比

较高,提起董事司法解任的主体可以放宽一点,不
限于3%以上股东。参考我国台湾地区所谓“公
司法”的规定,还可以由投资者保护中心作为适格

主体提起诉讼。在2009年增订该法第10条之

(一)后,过去鲜少被提出的少数股东代表诉讼与

裁判解任董事诉讼,现已可由投保中心提起,案件

数量也日渐增加[13]。
我国于2014年12月成立了中证中小投资者

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投服中心”),由证

监会管理,以投资者的身份履行一些行权、维权、
调解事项。但是,由于现投服中心持有每家公司

的股权比例比较低,其在很多事项上达不以3%
以上股东的提议资格,建议政策制定者下一步考

虑制定专门的投资者保护法律,赋予投服中心更

多法定权限,以达到切实履行中小投资者保护的

功能与效果。

五、结  语

《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三条明确了董事决议

解任制度,弥补了我国现行公司法上的漏洞,对

于改善我国营商环境、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防范内

部人控制等方面均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该条规

定较为简单,不够体系化,今后司法适用过程中

不可避免会出现争议与纠纷,有待根据实际情况

进一步完善相应规则,尤其是推出司法判决解任

规则、完善投服中心权限等制度。对于董事解任

制度而言,《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三条的规定只

是这一问题的起点,后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实践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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